
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 

——记北京大学 62 级校友李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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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跟一般人的经历不太一样，我考过两次大学”，回忆起上北大的经历，李

国杰笑着说。 

“那时候大学招生和现在不一样，不是凭考试成绩好就能考上大学的”，早

在上高中的时候，班上的学生就按家庭出身分为三类，分在第三类的学生成绩再

好也只能上大专, 而李国杰正属于出身最差的第三类。 

1960 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全省高分的他却被分配到了正在筹办中的湖南

农业机械化学院，当时这座学校还没有校址、没有老师。作为未来的师资力量，

李国杰在湖南大学代培一年。一年之后，由于湖南农业机械化学院停办，李国杰

被“扫地出门”，提前分配到一个工厂里当工人。 

1962 年，已经当了一年工人的李国杰第二次参加高考。当他着手准备高考复

习时，距考试已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当年采取“分

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录取政策, 他一举考上北大物理系，从湘江之滨来到了未名

湖畔。 

“我到北大的时候有一种与别人不一样的心情”，谈到在北大求学的感受时，

李国杰表示，“我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两次高考的经历，使李国杰加倍努力发奋读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

悲切”，这是李国杰北大床头贴了六年的一张小纸条。这句座右铭的旁边还画了

一盏小油灯，以坚定他挑灯夜战的决心。 

无论酷暑或是严寒，李国杰中午的时候几乎从来不回宿舍午休，抓紧这宝贵

的时间在阅览室里看书。虽然当时从北京到湖南火车票只要 20 多块钱，但是在

北大求学的 6 年中，李国杰只回过两次家。 

当时，家境贫寒的李国杰连做作业打草稿的稿纸都很少，有时只好把晚餐的

菜费退了，用节省下来的钱来买稿纸文具。 

“一页纸我先用铅笔打稿子，正反面，再用钢笔写，一张纸要用四次”，李

国杰笑称，自己在当时最不喜欢线性代数课，“因为矩阵运算很占纸，一个本子

一下就用完了，特可惜，特‘恨’这门课”。 



没有钱买稿纸，就更别提买参考书了。除了去图书馆看书外，那时的李国杰

经常中午在北大里面的一个小书店里找书看，“很多书都是当时站着在书店里看

完的”。 

勤勉的学习生活使李国杰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知识积淀，这为他在日后接触新

领域时表现出的超凡的接受能力奠定了基础。 

李国杰是带着一腔做理论研究的热情来到北大的，而北大教师身上散发出的

人格魅力更是坚定了他从事理论科研工作的志向。 

当时北大物理系的课程是由理论课、习题课、实验课三个部分组成的。李国

杰至今仍能如数家珍地回忆出高崇寿、郭敦仁老师在讲座中谈的治学观点；蔡伯

濂老师在习题课上“用一个问题把全班同学所有知识理解上的问题全部调出来”

的高超水平；实验课老师一眼看出实验报告数据作假痕迹的犀利眼光„„ 

“你做出了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可以分析你的误差，但是做出来的数据绝对

不能改”，李国杰对北大的实验课印象尤为深刻，“这种严谨学风的培养，不是别

的课可以替代的”。 

“北大的基础课培养了一个人搞科学的素质和严谨做学问的态度”，李国杰

强调，“进别的学校和进北大有什么区别，就在这个地方”。 

“那时不是关起门来只管自己的一点事，对学校的事情和社会上的活动参加

的还是比较多的”，除了紧张严谨的学习生活外，李国杰还曾在校学生会担任生

活委员，积极参加各种学生服务工作。 

李国杰笑称自己喜欢看“杂书”。在当时，学理科的人一般很少光顾贝公楼

大图书馆和人文社科阅览室，而李国杰则与众不同。“我当时很另类，我经常跑

到那里去借书。这些‘杂书’使我扩大了知识面，增强了求知欲。” 

 “一个人读大学时候关注的事情，培养起来的素质，与你以后的成长，包

括找科研方向和钻研的问题，都是有一定联系的。”北大求学时广泛的阅读兴趣

培养了李国杰一种相对宏观的眼光和较为宽阔的思维，“如果你只关注一个很窄

的领域，就很难做一种战略性、全局性的研究”。 

这种广泛的阅读兴趣沿承至今，李国杰书柜中并非都是计算机专业书籍，经

济学、社会学类图书比比皆是。 

回想起那一代“老北大”人的情怀，李国杰表示：“在北大期间我体会更多

的是，一种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家前途，从内心来讲想把国家建设得更

好的情怀。” 

大学期间，李国杰与 10 余名同学一起，花费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从北京步

行走到延安。为了锻炼自己，他们走最偏远的乡村，晚上就睡在老乡家，一天最

多能赶一百三四十里路。 



“就是年轻人的豪情壮志，也并不是为了做出什么出彩的事情”，被问起为

什么要远行，李国杰坦言。 

正是在此次远行的一路上，当时农村的落后面貌和群众生活的困苦状况深深

触动了李国杰。这种感触激励着他几十年来不断关注中国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方

向，如今，“对老百姓和中国穷苦大众的关注，是我非常基本的感情”。 

“北大人把个人和大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特

征。如果北大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那整个中国社会也就希望渺茫了。”李国

杰说。 

 

北大人遇新不怵 

 

1968 年底，李国杰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贵州黄平县旧州军垦农场进行劳动

锻炼。 

“无奈啊，我是两次被扫地出门”，他至今唏嘘不已。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那是最为黑暗的时候，“失望、沮丧、情绪低到了极点”。

在当时工宣队的宣传内容中，大学是“修正主义大染缸”。“大学的六年就意味着

倒退的六年”，“那时真是自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真不该上大学”，李国杰

说。 

当时大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并不按照所学专业进行科学调配，也没有固定的职

业分配或专业对口之说，“物理系、生物系的毕业生分配方案都是可以对调的”。

于是，贵州的一个军垦农场成为了李国杰的安身之地，那曾经是一个关押罪犯的

劳改农场。 

“我们当时穿得破破烂烂的，的确有点像劳改犯.。一队衣着不整的年轻大学

生从旧州街上走过，旁边走着一个穿军装的解放军干部，当地的老百姓指着我们

说，‘这批劳改犯怎么这么年轻’”。 

对他而言，军垦农场的生活并不算是多么艰苦，除了每天例行的耕种劳动之

外，常有篮球、排球等丰富的体育娱乐活动。“我们当时管的很松，生活上还是

挺愉快的”，他表示。 

在那样的生活中，他“看不到前途”，学生时期“到北大就想当物理学家”

的理想荡然无存。“能分到哪个县的广播台就好了”，北大文革期间当了多年广播

台台长的李国杰那时就是这么认为的。“那已经是最高理想了”，他说。 

由于地处偏远，贵州当时较为落后，全省内还没有一个晶体管厂。1969 年，

北大物理系毕业的李国杰被分配到新建的贵州省晶体管厂。 

“贵州省的第一个晶体管是我做出来的”，他不无自豪。为了做出收音机上



用的晶体管，他连续 58 个小时没有休息，当实验成功同事要他参加报喜的时候，

他说他现在只想睡觉了。 

李国杰在大学期间没有接触过晶体管制作，研制晶体管完全靠其个人的自习

与钻研。“有信心面对新的挑战，这就跟北大的培养有关，这是我的深刻体会。”

在他看来，北大毕业的学生基础扎实，钻研能力强，接触非专业的知识不怵。1971

年，晶体管厂派他去上海学习环氧树脂封装技术以降低晶体管成本，其技术内容

涉及的均是高分子化学的知识，与其所学根本无关，而他愣是靠着自学掌握了这

门技术。 

“一个学生的本事不在于学到了多少知识，而在于掌握新知识的能力和胆

量”，他很感激北大赋予他这种素质。 

1973 年，李国杰调回家乡湖南，进入当地的一家无线电厂，该厂后来转变为

计算机厂，厂里有多名来自全国各个名校的计算机专业学生。 

在该厂的第一年中，他在电镀车间工作，电镀工作毒性高但工作量相对小，

可以上午工作，下午学习，使他有较多的自学时间。在厂里的一次针对集成电路

计算机的培训讲座中，全无计算机专业背景的李国杰脱颖而出，成为了厂里最先

掌握讲座所授内容的技术员，自此与计算机结缘。从最底层的焊板，电源等零部

件制作，到整机调试，他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学习、实践，成为了该计算机厂

水平最高的技术人员。 

1975 年，国家电子工业部启动研制“DJS-140 计算机”。李国杰作为被抽调

至清华大学进行 140 计算机联合设计，这又是一个他从未接触过的领域。由于计

算机研究需要接触大量的英文说明书，学俄语出身、对英文几无基础的李国杰再

次踏上了自学之途，在研制过程中读懂了 NOVA 机技术说明书，这点专业英文

知识在他的研究生复试中帮了大忙。 

1978 年，李国杰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79 年转到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代培。 

 

国有难事可问谁 

 

和很多人不同，出国并不是李国杰最初的打算。他的出国像是一种机缘巧合，

历史环境与个人才华意外交集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国外学者来华讲学、交流的情况愈来愈常见，美籍华人学者黄

铠教授是当时众多来华交流的国外学者之一，他希望在国内选拔一名研究生到美

国继续深造。他找到了李国杰的导师、国内顶尖的计算机专家夏培肃教授，夏教

授向黄铠教授推荐了当时仍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李国杰到普渡大学攻读计算机博



士学位。 

当时出国都是公派的，由单位决定谁能够出国。像李国杰这样自己与国外大

学直接联系出国的学生还没有先例，当他把申请递到学校后就一直杳无音信。随

着开学日期日益临近，李国杰无奈之下找到学校教务长，“幸而教务长比较开明，

他当时问我国外一个月给我多少补助，我回答说一个月 500 元。教务长哈哈一笑

说，有些知名科学家出国也才 600 元一个月的补助，你这么好的机会还不让你出

国？于是他就破例批准了我的出国请求。” 

出国的生活远非想像中那么简单。 

500 元一个月的补助虽能糊口，却仍显捉襟见肘。“我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

留学生，一过去就能买辆汽车。那时候连自行车都很少买，我刚去时买菜都是拉

着一个小推车去，过了一年才好歹捡了一辆废弃的自行车来代步。” 

“当时出国就等于发了大财”。李国杰解释说，在美国拿四五百元生活费只

是当地最低生活标准，但是与国内当时的收入相比，仍然是一笔不少的钱。当时

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经常讨论的问题是，到哪可以买到便宜的电视机，录音机、照

相机等八大件。 

英语基础薄弱也给他带来了诸多问题。“开始几个月经常听不懂课”，他说，

“当时没有托福考试，普渡大学对我这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的要求是，要到英

语系学一门英语课（口语或写作），英语成绩必须及格” 

虽然当时美国已经不存在整体意识形态上对中国人的强烈敌视，但是个别美

国人仍然对中国和中国人误解颇深。李国杰所在的普渡大学的系主任是其中一

例，这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身体上还带有战争留下的伤疤，对中国学

生的偏见严重。 

事隔多年，他回忆道：“我在美国没有太多时间感受他们的风土人情，只是

觉得那是个写论文的好地方。对我来说，出国就像出差，我无法把美国看成自己

的家。” 

求学期间，李国杰的父亲去世。“作为儿子，我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十

分对不起父亲。”伤心之余，他决定早日归国。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长期在美国生活，”李国杰如是表示。一个现实的问

题是当时李国杰的子女都到了入学年龄，子女的教育问题应当怎样解决？如果只

在美国就读几年，回国之后转学就会出现脱节。“当时给我的选择是两个极端，

要么长期待在美国，要么就早日回国，没有中间选项。” 他从未考虑过前者。 

“我从来不觉得为什么回国是一个问题，你要是问我为什么留在美国这反倒

是个问题。”对他而言，学成归国顺理成章。“国家这个概念很抽象，很多人总觉

得想自己和国家没什么关系，出国之后也没想过要回来”，在他看来，国家之爱、



民族之情“不仅仅是通过政治报告或思想教育形成的，需要对国家的历史、地理

的了解，潜移默化”。 

在他看来，现在许多年轻人从不在乎“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双目所视唯有

“自己”。如果整个一代年轻人都是这样的话，“国有难事可问谁”？ 

对于如今的出国热潮，他认为：“出国是件好事，无可非难。但国外与国内

的差距在日渐缩小，尤其随着因特网的发展。” 

“中国学生在国外发挥空间小，我看到许多天资聪明的中国学生，在国外都

埋没在人群中”，他不无惋惜。 

“在国内做不好，在国外也做不好”，他强调。 

1987 年初，李国杰从大洋彼岸携眷归国，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

究所。归国之初住宿条件紧张，计算所领导只好把李国杰及其家人安排到中科院

第二招待所暂住。“说是招待所，其实就是一个大地下室，我们全家在那里一住

就是八个月，不能自己做饭吃。” 

那时国内的研究条件也比较落后，几乎没有什么科研设备。他当时还特意自

己花钱从美国买了一台微机带回国用于研究。当时的办公条件也比较差，开始几

个月，留美归来的李国杰只好挤在他的导师夏先生的办公室上班。 

李国杰没有怨言。他说：“我觉得个人没有必要计较小的得失。” 

他也没有因为自己有留美经历而感觉高人一等。李国杰归国后便是副研究

员，工作几年后，做出了较好的业绩，所里打算评他为研究员，但他没有申报。

所领导问他为什么还不申报研究员职称，他表示计算所还有不少老同志贡献比他

大、年龄比他大，自己回国时间还不长，晚一点评没关系。 

80 年代中期科学院职工几乎家家都有了煤气罐，李国杰回国后两三年，整栋

楼只有他家没有煤气罐，全楼的人都看着他一家人去拉蜂窝煤块，他也没有觉得

有什么好抱怨，“我来得比人家晚，没有煤气罐也很正常”。 

1990 年国家组建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在美国从事过智能计算机研究归

来的李国杰被选聘为中心主任。“我在美国学习过相关理论知识，在美国核心期

刊和会议上发表了不少论文，还出版了智能计算机方面的书，算是小有名气。在

美国的留学经历给了我接触到前沿科学的机会，国家则给了我施展才华的平台。” 

“我在美国想的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建国 200 多年就那么发达？中国发

展了五千年，人民勤奋、聪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不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抗日战争，人家打过来的人不过几千几万人，中国几

亿人却抵挡不住。如果我们这代人还是这样，后代人是会骂我们的。” 

“我们是研究计算机技术的，在国家需要计算机来增强国力时，应当有责任

去分担，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好一点。我在所里反复提的就是，不应该去只看个人



发了多少文章、做了多少成果，而要看研究成果的影响和作用。如果计算所对国

家安全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贡献，计算所就没有办的必要。”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墙上写着十二个大字，“科研为国分忧，创新

与民造福”。这是李国杰对全所员工的寄语，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熠熠生辉。 

 


